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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源于民族共同体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地域环境、

性格气质、心理素质，其最鲜明的特色是民族性与宗教性的结合、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结合、民族性与心

理倾向性的结合。在内容方面显示了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民族传统习俗底蕴。在形式方面具有规

则性、活泼性与包容性结合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定位、定情、定向的作用。其结果是形成了融民族宗

教信仰、民族历史文化意识、民族思想感情、民族日常交往仪式为一体的“善行”，这个善行把对宗教

的敬仰从神坛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来，构成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客观实用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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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凡民族共同体所涉及的大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的变化，小至每天的见面问候、礼尚往

来、工作学习尽被囊括在各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范围内。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是民族共同体生存、

发展、繁衍的基础，是民族关系的连续性、多样性、丰富性和互动性的最为重要的内容。研究西北少数

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深刻含义、独特面貌和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不仅可以认识和理解西北少数

民族日常交往的特殊性，也有利于拓展、深化、开辟民族关系研究的领域，体现“在当代中国，民族问

题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1］的学术理念。 

     

一一一一、、、、对西北少数民对西北少数民对西北少数民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诠释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诠释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诠释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诠释 



  

日常交往指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最经常、最频繁的交往关系，其特点是“视角互易性”为最常

见的交往，“变形的自我”为这种交往的主题。“视角互易性”、“变形的自我”均为美国社会学家舒

茨所提出。前者的意思是面对面的反复重复的交往，后者的意思是在交往中互相认识和理解。面对面的

交往构成了人与人的最基本、最普遍、最经常的社会关系。互相认识和理解是自我深层地融入社会和进

一步展开日常交往的过程。 

对于日常生活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下：其一，日常生活就是维持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匈

牙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格尼丝·赫勒是代表，她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

可能的个体再生产的要素的集合。”在赫勒看来，个人的日常生活就是个人和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个

人只有通过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才能再生产社会。”［2］赫勒认为：日常交往的形式有四种：偶然

随机交往、习惯性交往、依恋、有组织的交往。其二，日常生活就是我们之外的客观的社会现实。现象

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伯格和勒克曼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中认为，日常生活是由语言维持的秩序井

然的实在界［3］254。其三，日常交往就是交往行动。交往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日常生

活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就是人与社会的互动，这种互动首先是作为一种交往的行动而存在，交往行动包

括支配这个行动的动机、兴趣和由此表现出来的行动类型。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动由三个部分构成，

即交往行动的兴趣、交往行动的方式、交往行动的类型，包括目的性行动、循规性行动、戏剧性行动、

沟通性行动［3］317－318。其四，日常生活就是对社会的适应。实证主义代表人物斯宾塞认为，人们日

常生活的唯一的目就是追求幸福，每个人只有在实现他人的幸福中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所以，每个人

只有适应社会的现实，遵循社会的规范，才能得到幸福，否则只能得到痛苦。斯宾塞写到：“他过去，

现在，并将长时处于适应过程中，对于人类可完善的信念，只不过是人类将通过这一过程最终成为完全

适应其生活方式的信念。”［4］27 其五，日常生活就是精神对现实的态度。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摩尔

认为精神对生活有三种态度，日常生活就是对实在所采取的态度。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说：“从



康德以来，人们习惯于断言：认识、意志与感觉是精神对实在的三种基本态度。它们是经验的三种不同

方式，其中每一种都告诉我们一种样式，可以用来思索实在。”［5］西方学者对日常生活定义的五种观

点的共同点可以表述为日常生活就是社会的互动、沟通、交换，就是各种共同体、各类人群互相适应、

互相依赖的循环往复的认识理解的深化过程。 

 “心态”一词 17 世纪就开始出现在英国。英国为什么最先出现“心态”一词，是有其必然性的原

因的。根据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的看法，由于当

时英国，社会各个领域都以清教的价值观作为衡量对错、是非、善恶的标准，造成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

难以想象的变化。默顿认为：“清教主要是明显地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相结合的宗教运动。正因为

如此，它可以作为测量不同社会运动价值的杠杆。”［6］当时的人们很想知道为什么清教的作用大到连

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都可以改变。19 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所创立的心态史学将社会心态作为正式的

研究领域确立下来，以社会心态表示一个时期普遍存在于法国社会中的主流习俗，以概括和反映法国社

会新出现的文化共同现象。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多把社会心态等同于一个社会中普遍流

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趋势。真正开始心态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在 1918 年对波兰移民的研

究。在我国，对社会心态的最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个。王雅君认为：“社会心态是某一社会时期社会群

众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人心民气或者社情民意，简单说就是指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意见、

态度或情趣，因人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阶层的不同产生差异。”［7］杨宜音认为：“社会心态一般

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社会共识、社会情趣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

取向。”［8］我国学者对社会心态的表述可以概括为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提出的“集体意识”。集

体意识是一个社会里普遍存在的为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意识，是社会共有的思想感情、感觉感受。综合中

外关于社会心态的观点，社会心态可以表述为社会共同体的心理共识，是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价值

取向、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符号体系的产物。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指西北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里进行交往时所具有的心理状态。是



社会认知和社会心理的统一，也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个人心态与族群心态的统一、文化心态与历

史心态的统一，同时还是跨民族、跨文化、跨地域心态的统一，是系统化、功能化和有机化的心理状态。

社会心态包括三个要件：认知、感情、行为。认知就是对日常交往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把握，包括对民

族共同体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习惯的理解和把握，主要指以什么样的思想意识、思

维方式、感情投入对待和处理日常交往。西北少数民族认知的最大特点，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直觉

思维与情感思维的统一、社会的自我与民族宗教自我的统一。西北少数民族的认知通常以民族宗教的视

角、以直觉直观的感受分析判断对待日常交往的意义和价值。认知所产生的是对民族共同体的维护、巩

固和加强的思想观念。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是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认知感情的最大特点和基本表现形

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则是西北少数民族的认知行为的最大特点和基本表现形式。 

二二二二、、、、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特点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最鲜明的特色是民族性与宗教性的结合、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结合、

民族性与心理倾向性的结合。这三个特色决定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在内容方面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习俗底蕴。 

1．民族性与宗教性心态的结合。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不仅表现在人种、性格、外貌、穿着打扮等外

在的可以辨认的方面，而且表现在心理、精神、气质等内在方面，特别是表现在由历史和文化的积累和传

承所形成的独特的认知模式方面。这个认知模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紧密结合，以宗教为触角认识

和感受客观世界，回答和解读客观世界提出的问题。西北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的民族，西北的回、维、

哈萨克、东乡、保安、撒拉、塔吉克、塔塔儿、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 10 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西北的藏、

蒙、土、裕固、锡伯等 5 个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强调“认主归真”，“真”在伊斯兰教里是至高

无上的善，这个善不仅体现在对真主的信仰上必须坚定不移，纯洁无瑕，而且要把真主诸多的完美品德体

现在日常的行为中，对于真主的诸多美德，《古兰经》有很多表述，主要是强调真、善、美的结合，其基



本点是以坚强的意志履行对真主的责任，以广博的知识认识真主的全能，以优良的品性与主合一。藏传佛

教强调佛、法、僧为三宝，要求在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建立佛国净土，返回到自性清静。在藏传佛教里，无

我、无常是善的最高境界，自性善、相应善、等起善、胜义善是善的四个范畴，十一个心所（心的归宿）

是善的具体的、可以感知的表现。八正道则是达到善的境界的八条道路。民族性与宗教性相结合的社会心

态的第一个表现是日常交往的真诚性。在对真主的崇敬、对佛法僧三宝的崇敬之下，西北少数民族形成了

高尚的真善美相结合的精神境界，他们在民族共同体内部与同民族的同胞交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

民族共同体外部与他民族交往，表里如一，胸怀坦荡，一诺千金，以诚相待，在民族共同体自己的家族里，

则敬老爱幼，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默默奉献。民族性与宗教性相结合的社会心态的第二个表

现是谦恭。《古兰经》要求穆斯林对真主必须谦恭，藏传佛教要求教徒对佛法僧三宝必须谦恭。经过长期

的实践，在历史和文化的积累与传承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把这个宗教的谦恭转化到日常交往中，他们不

仅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毕恭毕敬，而且对本民族共同体和外民族共同体的长者、尊者、客人也时时处处

表现出谦恭的态度。 

2．民族性与地域性心态的结合。地域就是民族共同体生存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地域

的产物，地域对民族的作用充分表现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中。斯宾塞对此有一段精

彩的描述：“单独耸立的一棵树长得粗壮，而在树群中的一棵树就长得细弱；可以肯定地说，铁匠的臂膀

长得很长，劳动者的手皮肤粗糙……可以肯定地说，被人漠视的良心会变得迟钝，而被人遵从的良心会变

得活跃，可以肯定地说，诸如习惯、风俗、惯例这类名词都具有意义——同样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各种

技能必然会被训练成完全适合于社会状态；可以肯定地说，邪恶和不道德必然要消失，人必然要变得完美

无缺。”［4］28 斯宾塞关于进化过程中的物种变异的原理，也适合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

的分析。西北少数民族生活在幅员辽阔、山脉纵横、气候寒冷、多旱缺水的西北黄土高原，其社会心态与

地域特点相适应，表现为待人接物的纯朴性。西北少数民族的纯朴就像裸露的、无遮无拦的青藏高原，令

人一览无余。他们不善言辞，没有花言巧语，对本民族共同体的同胞以行为证实自己的品行，说得少，做



得多，对家庭以默默奉献证实自己的感情，对长辈以孝道证实自己的爱心，对外民族共同体以自己的诚实

证实着内心的光明磊落。笔者曾经到地处祖国边疆的最西侧、平均海拔在 4000 米、素有中国冰川之称的帕

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自治县，访问了一个塔吉克家庭，女主人 36 岁，男主人近 60 岁，女主人毫不掩饰地

告诉笔者她对自己的丈夫爱得很深，为了让长年累月在荒山野岭放牧而孤独寂寞的丈夫看到我们这些远方

来的客人能够开怀笑一笑，女主人甚至派自己的孩子去叫远在 80 公里之外牧马的丈夫赶回来见我们。按照

塔吉克人的习俗，男女一旦结婚，就不能离异，丈夫必须疼爱妻子。所以，女主人不后悔嫁给大她 20 多岁

的对她百依百顺的忠厚老实的丈夫。笔者也能够感觉到女主人生活得很幸福。纯朴的女主人还把远从几百

公里外买来的、本地不出产的、一家人舍不得吃的几棵小白菜炒给我们吃，令人肃然起敬。 

3．民族性与心理倾向性的结合。斯大林在 1913 年提出了民族的四个特征，其中之一即表现于共同文

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共同的心理素质是历史、文化与环境长期作用和积淀的结果，也是长期社会

交往的产物。心理素质是静态的，必须以心理的倾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才能被感知。心理的倾向性是理性

与非理性、情感与意志、愿望与思想的混合物，其复杂性不是单一的心理素质元素能够解释清楚的。对于

心理倾向的复杂性，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说：“我们说人的许多行为以思想为基础，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他们始终是客观的和理性的。理性依赖于推理的技能，而这种技能并非发展的很好或被有效运用。”［9］

17 西北少数民族的心理倾向性反映了民族共同体的独特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就情感的表达来说体现了民

族共同体的喜怒哀乐，就其结果来说，最终凝聚为民族认同的心理。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他们认同的

人和事，往往就是他们热爱和喜欢的人和事，他们不认同的人和事往往就是他们厌恶和排斥的人和事。从

社会认知的角度看，西北少数民族的这个心理倾向性着重表现为对反映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和历史、风俗习

惯、宗教信仰的符号的认同。按照班杜拉的观点，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心理倾向性其实就是对符号的使用、

解读和转化能力，一个符号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标志。从交往方面看，民族共

同体最重要的符号就是语言，语言是民族共同体互相识别、互相认同的最明显的标志。话语体系则是语言

符号的合成和汇集。无论是西北的伊斯兰教民族还是藏传佛教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



体系既有宗教的神圣语言、书面的规范语言，也有日常生活中通俗易懂的白话式的语言，即大量的富含哲

理的、为西北少数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俚语、俗语、谚语。在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里，大众化、通俗

化、社会化的表层结构的语言是字面意义上的交际语言，深层结构的语言则与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紧密结

合、反映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倾向性的宗教信仰、性格气质、思想感情、文化历史的独特性的语言。西北少

数民族日常交往的语言分为两个部分：民族特有的语言与各个民族共同体共同使用的公共交际语言。穆斯

林群众见到同民族的客人会说“托真主的福我们见面了”，见到外民族的客人则说“感谢真主让我们相

识”。藏传佛教的群众见到本民族的客人会向佛像鞠躬感谢，见到外民族的客人一样照此行礼，都会说许

多祈祷和感谢佛祖的谦恭话语。这些含有宗教色彩的语言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所特有，包含了他们的

话语体系的深层结构的民族宗教、文化历史、传统习惯积淀而成的心理因素。 

三三三三、、、、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表现形式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表现形式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表现形式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表现形式 

  

上述三方面的结合决定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在形式方面具有规则性、活泼性与包容性结合的特点。 

规则性是指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具有规范约束的特点。这个规范约束不是来自法律和政

策以及任何外在的强迫力量，而是在传统文化习俗的积累和延续中形成的历史规范，在民族性与宗教性结

合中产生的权威规范，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内心世界里孕育出来的自控规范。这个规范的宗教性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逐渐淡化，形成了宗教规范与日常交往的规范合二为一的世俗化的特点。西北少数民族将原本是属

于社会认知范围的宗教规范、日常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原本属于社会心理范围的民族心态规范合而为一，

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了日常交往的特色鲜明的具有规范约束的社会心态。他们以这样的心态处理日常交往

的人际关系，表达对日常交往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以宗教规范心态为基础的融日常交往的行为规范为一

体的社会心态规范。宗教规范对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规范影响最大。宗教规范来自宗教戒律。伊斯兰教的

戒律突出表现在修行方面，要求每个穆斯林不仅在思想上有信仰，而且要严格遵行五种宗教功课，即念、

礼、斋、课、朝。伊斯兰教认为犯罪的行为包括：酗酒、偷盗、抢劫、诬陷、叛教等。藏传佛教的佛法有



教法、理法、行法、果法四种，其中行法指戒、定、慧“三行”，这里的戒指戒律，是佛教徒的个人修身

养性的必由之路，是防止身、口、意不做恶的基本保障。藏传佛教的戒分为止持戒和做持戒，前者指防范

各种恶的戒律，后者指奉行各种善的戒律。藏传佛教的戒律很复杂，也很严格，既有对一般在家修行信教

群众的戒律，还有针对出家修行的僧人的戒律。无论多少戒律，最基本的是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

淫邪、不妄语、不饮酒。其它的戒律都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发展、延伸和深化的。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都对

信教群众提出了严格、具体和涉及行为、动机、目的等各个方面的要求，可谓无所不包，什么都管。在这

样的戒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规范自然是循规蹈矩。西北各少数民族凡见

面必互致问候，长者尊者上座，余者下座，长者尊者讲话，晚辈幼者必洗耳恭听，不得插话或者反驳。凡

遇重要场合，穆斯林群众必在仪式开始前高声诵《古兰经》的章节，藏传佛教的群众则上拜天，下拜地，

再拜列祖列宗，同时祈求佛祖保佑，普降福祉。西北少数民族与外民族的人员交往，注意民族特色。远道

的客人来到家里，要穿民族服装，以民族传统食物招待客人，敬酒时要唱民族歌曲。 

虽然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是在宗教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不等于复制宗教规范，也

没有以宗教规范代替社会交往的个性。其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既有严守交往规则的一面，也有以活泼热情

的形式表现这些规则的一面。原因有两方面：其一，西北少数民族把交往的规则性看做是应该在交往中遵

循的限制性义务。这种限制性的义务的功能在于：“一方面它摆脱了对赤裸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在

关于应该做什么，可做什么的道德反思中，又摆脱了它作为主观特殊性所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它摆脱

了没有规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定在，也没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而仍然停留在自己内部，

并缺乏现实性。在义务中，个人达到解放而达到实体性的自由。”［10］其二，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

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和社会认知两个部分的统一，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独特的民族性格气质等

成分，这就决定了其表现形式必然是生动活泼，充满民族情趣特色。就社会心理的特点看，西北少数民族

是天性好动的民族。这与西北少数民族居住的文化区域直接相关。藏传佛教的各民族以游牧起家，与草原、

白云蓝天为伴，富有活泼好动、热情似火、磊落大方的性格和习惯，他们身上体现了草原文化的特征。伊



斯兰教的各民族一部分以经商起家，一部分也依靠草原文化起家，前者以回族、维吾尔族为代表，后者以

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为代表，商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造就了这些民族与藏传佛教的民族同样的活泼好

动、热情奔放、心胸宽广的性格和习惯。内容决定形式，西北少数民族必然以他们的性格和习惯，以他们

的历史和文化的形态，表现他们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生动活泼的特点。 

西北各少数民族都有独特的交往模式，仪式化的特点鲜明突出。仪式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交流思想感

情信息时借助的某种原则和方法的综合，它与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相联系，反映了社会文明风尚的程度，既

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又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惯用形式。仪式化表现为西北少数民

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被符号化。符号的标志、顺序、位置等构成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仪式。“符

号化涉及人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此应用符号的这种显著能力为人提供了改变与适应环境的有力手段。

人借助符号加工和转换经验，使之成为指导未来的行动模型。同样他们借助符号给自己经受的经验以意义、

形式和连续性。”［9］25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仪式化符号包括个人符号、社会符号和物质符号。个

人符号包括言谈举止、着装打扮、性格气质、思维方式等。社会符号包括宗教标志、民宅住家里的各种器

皿、服装、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习俗和仪式等。物质符号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山川河流、独特的

民居建筑、独特的宗教活动场所等。这三类符号将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控制在民族化、宗

教化、习惯化的网络里，西北少数民族就是凭着这三类符号形成仪式，开展保持日常交往。一般说来，在

日常交往时，标志着民族宗教的符号都安排在显著的位置和靠前的序列，而无关民族宗教的符号则被安排

到次要位置和靠后的顺序。 

包容来自伊斯兰教的“善念”，即善待一切生命体，包括飞禽走兽；也来自藏传佛教的“慈悲”，即

对一切生命体发慈悲心；还来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多元文化格局并存的文化传统习俗。笔者走访过甘

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该州下辖 7 个县，在近 60 万人口中有 24 个民族，在该州的临潭县境内两个最大的少

数民族回族和藏族都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寺院，回族著名的西道堂、藏族著名的明代修建的侯家寺都坐落在

该县。该县从未发生过民族宗教纠纷。各个民族日常交往以礼相待，相敬如宾，同时，从不干涉彼此的民



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两个民族、两大宗教相安无事，和谐相处。如果没有民族的包容的社会心态，决不会

出现这样的民族史上的独特景观。 

四四四四、、、、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功能和作用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功能和作用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功能和作用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社会心态的功能和作用 

  

西北少数民族的社会心态作为社会认知和社会心理的混合体，对日常交往起着定位、定情、定向的作

用。 

所谓定位就是确定交往双方的位置，以决定交往的距离。这个位置包括对交往对象所属的民族位置的

确定、对交往对象居住区域位置的确定、对交往对象的血亲关系、辈分性别等位置的确定，在确定位置后，

分别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以不同的心态与之交往。在民族内部的交往中，多采取彼此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民族和宗教方式与之互动，心态具有全面开放的特点，与各类辈分和不同性别的同族交往，采用传统的敬

老爱幼、男女有别的方式与之互动，心态也根据与之交往的对象的不同而作出适当调整，表现出多样化的

特点。与民族外部人员的交往则多所顾忌，戒律较多，以惯常待客的方式与之互动。 

所谓定情就是在日常交往时的感情投入的程度。在同一个民族里交往，则心态里的喜爱快乐的感情居

多，对长辈则心态里的尊敬的感情居多，对平辈则心态里的互换的感情居多，对晚辈则心态里的爱护和帮

助的感情居多，与其他的民族共同体的人员交往，则心态里的客气的感情居多。 

所谓定向指对日常交往的走向的确定。与同一个民族同族的交往，把交往的方向指向民族和宗教的内

容而畅所欲言，进行较深度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沟通。不过，也分为不同层次。与长辈交往则注意保持交

往的距离，与同辈交往则注意保持和发展彼此的情谊，与晚辈交往则注意身份，谨言慎行。与其他民族共

同体人员交往则以礼相待，敬而远之。最重要的是，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行动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

斯所说的“以理解为方向的行动”，其含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善解人意、通情达理、主客平等［3］318。

伊斯兰教的“天下一家”、藏传佛教的“众生平等”的宗教民族理念正是产生这个社会学现象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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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源于民族共同体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地域环境、性

格气质、心理素质，其结果是形成了融民族宗教信仰、民族历史文化意识、民族思想感情、民族日常交往

仪式为一体的西北少数民族独特的“善行”。在此背景下，行善的宗教、虚幻的意义被赋予了新的现实的

功利因素，现实的功利化的行善就是参与日常交往为主的世俗事务，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纯粹的宗教活动里。

日常交往则是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的崇敬和赞美在“视角互易性”、“变形的自我”中的世俗化体现，

表现在为民族共同体服务和待客的礼仪中。在日常交往中确立的这个现实主义原则与其源头的那些古朴的

思想感情相互配合、相互依赖和相互交融构成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客观实用的风格。就

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来说，既然真主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而宗教生活、现实生活都能够体现对真主的敬仰，

所以，就要在日常交往中保持恭敬虔诚的心态善待各个交往对象。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则在果报观念的指导

下，把日常交往看做是行善的机会和广结的善缘，也对此抱以恭敬虔诚的心态与各个交往对象交往，在此

背景下，宗教的力量转化成为推动世俗生活的动力，转变成为促进日常交往的社会心态的积极因素。西北

少数民族由此形成的宽容、开朗和友善的社会交往心态对各个民族共同体的人员往来、商业互动、文化交

流、思想沟通、资源互补都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个意义上的善行就把对真主、对佛法僧三宝的宗教崇敬从

神坛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来，更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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